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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围绕农户土地经营规模这一经典命题，在文献研究基础上，分别选取户均总耕
地面积１０倍和农业竞争力作为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界定标准和现实逻辑视角，对新中国
成立以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变化的５个阶段性的演变历程进行了回顾，即从大小规模并存
向小规模发展、从小规模向大规模发展、大规模经营、从大规模走向小规模及土地适度经营
规模。归纳出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的经济、制度及禀赋３个方面的现实逻辑。认为中国
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不仅应适度，而且宜大则大，宜小则小；同时，在未来若干年内，农户
土地经营规模将大小并存；大土地经营规模农户将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的主导，小土地经营规
模农户仍将是中国农业生产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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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国家将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扶持小农户与现代农业
发展有机衔接，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两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由此以来，农户土地经营规
模大小问题再次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事实上，土地经营规模大小是农业经济领域的经典命题。学术界围绕“大的是美好的”还是“小的

是美好的”的争论也是由来已久。其中，“大的是美好的”的代表人物为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
认为大规模经营才是“真正的耕作者”，能对土地进行支配和管理［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奠
基人马克思等也倾向于同样观点，认为与小规模相比，大规模经营更具竞争力优势［２］。“小的是美好
的”的代表人物为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他认为小规模经营具有灵活性较强、人员容易拧成一股绳等
优点［３］。此外，还有学者从国情及经济发展等视角，认为“大的和小的都是美好的”［４］和土地应适度规
模经营［５］等。
在此背景下，学术界围绕土地经营规模大小展开了大量理论基础、影响因素、机理等方面的相关

探索。理论基础方面，一般认为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规模经济理论［６］。即在规模经济阶段，“大的
是美好的”；在规模不经济阶段，“小的是美好的”；规模经济与不经济的转折点，为土地适度经营规模。
影响因素方面，国内外学者的观点不一。其中，国外学者的观点集中于农户经营成本或收入［７］、经济
绩效［８］及农业生产效率［９］等方面；国内学者的观点集中于农业生产技术、农产品及各投入要素市场价
格、农户自家劳力情况［１０］；农民人均非农业纯收入水平、国家农业扶持政策、土地所有者与经营方所
订协议条件、土地经营的机械化程度、农村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的速度，农户家庭禀赋及其经营意
愿、农业风险、农民分化程度［１１］以及土地产出弹性、劳动力工资、劳动力产出弹性、地租［１２］等方面。
机理方面，有学者认为土地经营规模大小的形成机理是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激励相容的结果并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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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制度、市场与禀赋等３个逻辑［１３］。同时，基于这些探索，部分学者研究了农业生产效率［１４］或粮食单
产、生产成本［１５］等随农户耕地经营规模的变动规律，以期进一步确定土地适度经营规模。

既有相关文献表明，学术界土地经营规模大小问题探索远未结束。不过，鲜有文献从时间演变视
角探究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问题。既有时间演变视角的相关文献仅限于一定时期的农村土地经营
规模［１６］或土地制度演变［１７］等方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农户作为现在及未来农业生产基本单元，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作为

农户具有经营权的农地规模范围，其大小未来将走向何方？现实逻辑是什么？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时
间演变视角，尝试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对于完善农业经济领域土地经营规模大小问题研究无疑具有一
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演变历程

　　１．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界定
目前，土地经营规模大小均依据具有经营权的农地规模范围界定并以总耕地面积衡量。不过，不

同部门或研究提出的标准及其分类并不一致。其中，世界银行２００８年在《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是

２．０ｈｍ２ 面积标准及大小两类分类；中办国办２０１４年在《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
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中对种植大户等提出的是相当于当地户均１０至１５倍的面积标准及大小两
类分类。其他还有更多标准及分类研究，其中以３类分类较为典型。即大规模（大于６６．６７ｈｍ２），小
规模（小于６．６７ｈｍ２）以及介于其中的中等规模［１８］。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不仅户均总耕地面积总体偏小，而且各发展阶段

并不一致。因此，结合本文研究性质，选取中办国办２０１４年种植大户面积标准的下限即相当于户均
总耕地面积１０倍的界定标准，区分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为大小两类。其中，大土地经营规模农户简称
为大农户，小土地经营规模农户简称为小农户。

２．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演变历程
依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含义及大小界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可归纳为５个

不同阶段的演变历程（表１）。
表１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情况 ｈｍ２

项目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
地主 其他农户

１９５３－１９５６　１９５７－１９７７　１９７８－１９８６
１９８７－

小农户 种植大户 家庭农场

户均土地经营规模 １０．１　 ０．５４　 １５．７　 １５．７　 ０．７８　 ０．５　 ６．８　 １１．８
大小界定标准 １０．０　 ９．１　 ６．７　 ５．５　 ５．２

　注：１９５３－１９７７年间基本劳动组织单位为生产队，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按生产队平均耕地面积处理。

　　（１）从大小规模并存向小规模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也即土地改革阶段。新中国成立前，数量不足

５．０％的地主占有超过５０．０％的耕地，其他农户占有另外不足５０．０％的耕地［１９］。为了让广大无地、少
地的农户获得同等耕地，国家通过没收、征收地主多余的耕地，无偿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户，耕地归
全体农户私有。

据统计，这一阶段全国耕地面积约１．０×１０８ｈｍ２［２０］。若以１９５０年全国约０．９９×１０８户农户［２１］计
算，地主平均总耕地面积超过１０．１ｈｍ２，其他农户的户均总耕地面积则不足０．５４ｈｍ２。同时，通过土
地改革，全体户均总耕地面积约１．０ｈｍ２。可见，在这一阶段，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经历了从地主的大
规模和其他农户的小规模并存到全体农户的小规模发展历程。

（２）从小规模向大规模发展阶段。从１９５３年开始，国家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
社和高级合作社３个时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使农户土地使用权不断过渡和无偿划归合作社，逐步完
成了对个体农户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户从土地的个体经营转变为以生产队为基本劳动组织单位
的集体所有制经营。资料显示，到１９８２年，全国生产队平均耕地面积为１５．７ｈｍ２［２２］。因此，这一阶
段为农户土地从小规模逐步向大规模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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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大规模经营阶段。１９５７年，全国开始进入人民公社时期，农户土地由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所
有制又转变为人民公社所有制。人民公社所有制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完成了“一大二公”。可见，
在这一阶段，延续了农户土地平均１５．７ｈｍ２ 的经营规模，为大规模经营阶段。

（４）从大规模走向小规模阶段。１９７８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
放时期。在此次全会上，国家提出了土地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简称家
庭承包经营）体制。
资料显示，这一阶段全国耕地面积约０．９９×１０８ｈｍ２［２０］，若以１９８１年全国约１．８×１０８户农户［２１］

计算，户均总耕地面积不足０．５５ｈｍ２。可见，随着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确立，国家将土地的使用权均
分到农户，农户土地经营开始从大规模走向小规模阶段。

（５）土地适度经营规模阶段。１９８７年１月，中央五号文件《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首次提出发展
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获得适度的规模效益，标志着农户土地开始进入适度经营规模阶段。

２００８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报告第一次将家庭农场作为农业规模经营主体之一提出。随后，

２０１３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到家庭农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种植大户、家庭农场流转。于是，全
国各地通过“三权分置”、土地流转、经营补贴等各种政策扶持措施，产生了部分大规模经营的种植大
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据调查，２０１７年小农户平均总耕地面积约０．５ｈｍ２，种植大
户平均总耕地面积约６．８ｈｍ２，家庭农场平均总耕地面积约１１．８ｈｍ２［２３］。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的平均
总耕地面积均超过了５．２ｈｍ２ 的大小界定标准。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演变的现实逻辑

　　１．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现实逻辑研究视角
目前，学者们在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现实逻辑研究视角上并无统一认识。不过，从既有相关文

献的学者间争议来看，视角主要体现于管理、竞争力、组织、国情及其经济发展等方面。同时，学术界
普遍认为，农业竞争力的提升路径主要有规模经营、科研投入、政策扶持、社会服务和加工增值等５个
方面。鉴于此，本文选取农业竞争力作为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现实逻辑研究视角。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演变历程，剔除农业竞争力提升路径中与规模经营并

列的科研投入、政策扶持等其他４个方面的影响，可以从经济、制度及禀赋３个方面归纳其演变的现
实逻辑。
不难看出，与既有文献土地经营规模大小形成的制度、市场和禀赋机理观点不同，本文从农业竞

争力视角，归纳了经济而非市场现实逻辑。即从市场机理中剔除了技术、社会服务等方面，只保留了
经济方面，与既有文献中部分学者的经济绩效影响因素表述相一致。

２．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演变的制度逻辑
“制度”一词含义广泛。老制度学派代表康芒斯的定义为控制、解放和扩展个人行动的集体行

动［２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奠基人马克思则认为制度的本质是在社会分工中不同集团、阶层
和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２］。总体看，不论制度如何定义，制度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
准则［２５］。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农业上建立了经济、经营等一系列制度。以农业经营体系为例，１９４９－１９５２

年，建立了“农民所有，自主经营”的个体经营体制；１９５３－１９７８年，建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
体经营体制；１９７９－２０１２年，建立了“家庭承包、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２０１３年至今，在完善基本
经营制度的基础上，构建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２６］。
显然，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演变历程中，农业经济、经营等制度逻辑起到了

十分关键的作用。同样以农业经营体系为例，通过没收、征收地主多余的耕地及个体经营体制形成了
农户土地经营大小规模并存向小规模发展阶段；通过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及其集体经营体制，使农
户土地经营进入从小规模向大规模发展及大规模经营阶段。同时，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确立，使农户
土地经营从大规模走向小规模阶段。然后，通过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形成了部分种植大户、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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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并逐步进入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阶段。
在制度竞争力评价指标方面，制度竞争力主要体现于生产力、约束力与持续力３个基本要素［２７］。

即农业制度的生产力、约束力与持续力越强，则农业竞争力越强，反之亦然。

３．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演变的经济逻辑
经济概念内涵也十分丰富。本文中经济主要是指人类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物质文化生活

需要的活动［２８］。

图１　新中国成立以来粮食总产量

及农业总产值变动趋势

研究表明，土地规模经营在经济活动中可以通过
农业机械化、劳动力转移和土地集约化等机理提升农
业竞争力［２９］。同时，农业竞争力通常包括农业国际
竞争力、国内竞争力及竞争潜力３个方面。其中，竞
争潜力评价指标主要体现在供给增长及成本降低等

方面［３０］。鉴此，本文选取粮食总产量或农业总产值
作为农业竞争力评价指标分析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

小演变的经济逻辑。粮食总产量或农业总产值越高，

农业竞争力越强，反之亦然。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粮食总产量及农业总产值的变动趋势，见图１（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１９８３－２０１９）［２１］）。

依据图１数据，可以分析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演变的经济逻辑。新中国成立于一穷二白经济
基础上，解决广大无地、少地农户温饱成为首要问题，因此，通过耕地归全体农户私有使土地经营从大
小规模并存向小规模发展，调动了广大农民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同１９４９年比，１９５２年全国
粮食生产增长４４．８％，农业总产值增长４１．４％，农业竞争力快速提升。

在广大农户温饱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的情况下，在小规模向大规模发展及大规模经营阶段，农
户农业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及农业竞争力受到影响。其中，在小规模向大规模发展阶段农业合作化运
动的３个时期，全国农业总产值分别只增加了约４．５％、７．５％和３．０％。在大规模经营阶段，虽然相对
于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８年全国粮食生产增长了３．７％，但同１９５８年相比，１９６０年全国粮食生产则下降了约

２８．３％。其后从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７７年，全国粮食生产虽然增长了９１．２％，但同样经历了１９６８年、１９７２年
和１９７７年的起伏。

吸取前两阶段的经验教训，其后农户土地经营开始了从大规模走向小规模阶段。事实证明，在这
一阶段农户农业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及农业竞争力又开始快速提升，全国粮食生产增长了约２０．８％。

其中，１９８４年更是创下当时的历史峰值并一举解决了人民公社时期存在的农户温饱问题。

不过，１９８５年全国粮食生产又跌入低谷，农户土地经营也开始走向土地适度经营规模阶段。从
图１数据可知，这一阶段农户农业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及农业竞争力再次大幅提升。具体看，尽管

１９８５－２００３年间国家粮食生产经历了一定波折，但是粮食生产总体还是突破了前一阶段徘徊的低
谷。其中，１９９６年全国粮食生产首次突破５．０×１０１５ｋｇ大关。到２００４年，全国更是开始了粮食生产
的“十二连增”，直到２０１５年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提出。

４．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演变的禀赋逻辑
禀赋一般是指事物所具有的素质或者天赋。其中，资源禀赋是指一国拥有的各种生产要素，包括

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的丰歉［３１］。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生产要素中土地［３２］、家庭［３３］等禀赋不断发生着变化。以土地禀赋为例，

土地禀赋常以户均总耕地面积数量及地块数、耕地适耕程度等质量指标衡量。从表１可以看出，新中
国成立以来户均总耕地面积总体偏少且呈下降态势。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间，广大贫农、雇农的户均总耕
地面积不足０．５４ｈｍ２。１９５３－１９７７年间，虽然农户土地经营规模达到１５．７ｈｍ２，但户均总耕地面积
已从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间的１．０ｈｍ２ 下降到１９５３－１９５６年间的０．９１ｈｍ２ 及１９５７－１９７７年间的０．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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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ｍ２。１９７８－１９８６年间再下降到０．５５ｈｍ２。到１９８７年以后，小农户的户均总耕地面积更是只有０．５

ｈｍ２。不仅如此，耕地适耕程度及碎片化现象也令业界担忧。有研究表明，目前全国户均实际耕种面

积只有０．３９ｈｍ２。而且，这些土地平均分散成了５．０块［３４］。

显然，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演变历程中，土地、家庭等禀赋逻辑起到了十分

关键的作用。同样以土地禀赋为例，新中国成立初期，全体户均总耕地面积仅约１．０ｈｍ２，在土地改

革完成后进入农户土地小规模经营阶段；与此类似，从表１可以看出，当前全国户均总耕地面积不足

０．５２ｈｍ２，因此，在当前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下，在未来若干年内，中国不可能实现所有农户的土地大规

模经营。

５．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现实逻辑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演变历程表明，制度、禀赋与经济３个现实逻辑虽然都起

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但各逻辑的作用并不孤立。如典型的集体经营体制下的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显
然是禀赋逻辑与制度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在３个现实逻辑共同作用下，制度逻辑具有相对稳
定性，经济、禀赋逻辑则表现为相对变动性。以从大小规模并存向小规模发展阶段为例，在稳定的个
体经营体制下，同１９４９年比，１９５２年全国粮食生产、农业总产值及户均总耕地面积分别增长了

４４．８％、４１．４％和７．１％［１８］。不过，经济、禀赋逻辑与制度逻辑也存在相互影响。因为该阶段的个体经

营体制是为了解决广大无地、少地农户温饱问题这一经济逻辑。同时，这一阶段的禀赋逻辑推进了下
一阶段集体经营体制的发展。可见，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的现实逻辑更多表现为
各逻辑之间的相互关系。

（１）制度逻辑与经济逻辑。在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中，制度与经济存在着相互关系。一方面，经
济逻辑可巩固和完善制度逻辑。例如，正是从２００４年开始的全国粮食生产连增及农户温饱问题的解
决，巩固了土地适度经营规模阶段家庭承包经营体制及其向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完善。另一方
面，制度逻辑也制约着经济逻辑。例如，１９８５年的粮食大减产及１９８５－２００３年间国家粮食生产经历
的一定波折，据分析与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关系密

切［３５］；同１９５８年相比，１９６０年全国粮食生产的下降及１９６８年、１９７２年和１９７７年的起伏，据分析分

别与１９５８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平均主义分配等集体经营体制关系

密切［３６］。

（２）制度逻辑与禀赋逻辑。同制度与经济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类似，一方面，制度逻辑深刻影响
着禀赋逻辑的发展。以集体经营体制为例，正是其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促成了农户大经营规模的土
地禀赋。同样，正是１９８７年１月中央５号文件《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及其后构建的新型农业经营体
系，促进了适度规模经营的土地禀赋。另一方面，禀赋逻辑也促使制度逻辑不断巩固和完善。例如，

正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户均总耕地面积总体偏少且呈下降态势的土地禀赋，促使了当前农村基本
经营制度的不断巩固及其基础上的完善。

（３）经济逻辑与禀赋逻辑。禀赋与经济逻辑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禀赋逻辑保障着
经济逻辑。在农业生产中，土地无疑是最重要的要素。正因为如此，同１９５８年相比，１９６０年全国粮

食生产的下降还与当时自然灾害造成的土地质量禀赋损失关系密切［３６］。另一方面，经济逻辑可以促

进禀赋逻辑的发展。例如，２００４年以来全国粮食生产的“十二连增”，既巩固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
构建，又促成了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等农户大规模经营的土地禀赋。

　　三、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的未来展望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的演变历程及其现实逻辑表明，不是所有的大规模经营

都具有农业竞争力，也不是所有的小规模经营都不具有竞争力。从经济逻辑看，在农户土地经营规模
大小演变历程的前４阶段，农户土地小规模经营表现出更具农业竞争力，但第５阶段农户土地小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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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就不再具有农业竞争力。即存在小农生产与现代市场经济匹配及其引起的农业竞争力弱等问
题，有学者称之为“小农之殇”［３７］。从制度逻辑看，以持续力评价指标为例，若持续力按制度执行时间
长短计算，集体经营体制的农户土地大规模经营没有体现出农业竞争力，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土地
大规模经营，却表现出强大的农业竞争力。从禀赋逻辑看也是这样，以耕地适耕程度评价指标为例，

若以耕地适耕程度按实际耕种面积衡量，在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演变的第３阶段，农户土地大规模
经营表现出更具农业竞争力；但在第５阶段，出现了部分种植大户的“毁约弃耕”现象［３８］，农户土地大
规模经营的农业竞争力则较弱。可见，“大的和小的都是美好的”，但同时“大的和小的也不都是美好
的”。未来中国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不仅应适度，而且农户土地适度经营规模可大可小。或者说，

宜大则大，宜小则小。事实上，既有文献已经表明，土地经营规模影响因素较多。以不同作物为例，有
研究评价的水稻适度经营规模为（１．０，２．０）ｈｍ２ 的小规模，而玉米适度经营规模则为（４．０，７．７）ｈｍ２ 的
部分大规模［３９］。

在２０１７年党的十九大会议上，中央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
期后再延长３０年，国家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将继续得到巩固和完善。由此可以展望，在经济逻辑与禀
赋逻辑相辅相成及其对制度逻辑的巩固、完善作用下，在未来若干年内，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将大小并
存［４０］。其中，大土地经营规模农户将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的主导，小土地经营规模农户仍将是中国农
业生产的主体。

１．大土地经营规模农户将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的主导
土地适度经营规模阶段伊始，不少地区将土地规模经营片面理解为土地大规模经营，出现了“垒

大户”“归大堆”等做法。为避免这些问题，学术界提出了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概念。可见，从原始内涵
看，土地规模经营、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与土地大规模经营其实并无不同，都背离了适度的规模经济内
涵。因此，在２０１３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鼓励家庭农场等大农户发展时，有学者就此提出了质疑［４１］。

不过，在中国仍处于土地规模经济阶段的背景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演变历程及其实践逻辑表
明，农户土地规模或适度规模或大规模经营不仅可以提升农业竞争力，而且参考从大小规模并存向小
规模发展阶段的数据，预计未来大农户经营规模的全国总耕地面积占比将超过５０．０％并由此成为中
国未来农业生产的主导。事实上，２０１６年全国大农户约３．９８×１０６ 个［４２］，若全国总耕地面积按１．４×
１０８　ｈｍ２计算，大农户若全部按家庭农场计算，目前大农户经营规模的全国总耕地面积占比已经超过

３３．５％。

为充分发挥大农户的主导作用，利用其较好的土地数量禀赋，克服其经济逻辑的不利影响，改善
土地质量禀赋非常必要。因此，在农户大土地经营规模下，高标准农田建设成为未来的关键。同时，

家庭农场由于其逻辑的合理性，成为未来应突出抓好的农户。

２．小土地经营规模农户仍将是中国农业生产的主体
小农生产在学术界存在过一定的争议［４３］，甚至有学者提出了大户消灭小农问题［４４］。然而，新中

国成立以来的演变历程及其实践逻辑表明，在未来若干年内，中国不可能实现所有农户的土地大规模
经营。参考从大小规模并存向小规模发展阶段的数据，预计大农户占全部农户的比例未来上升也仅
在５．０％左右。事实上，２０１６年全国约３．９８×１０６ 个大农户，占全部农户的比例不到２．０％。如果这一
比例上升到５．０％，即使不考虑土地数量禀赋问题，若全部按目前专业大户平均经营规模计算，大农户
经营规模的全国总耕地面积占比接近４８．４％；若全部按目前家庭农场平均经营规模计算，则这一比例
将上升到８３．９％。可见，未来中国农业生产不仅依赖于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等大农户，更依赖于广大
小农户，小土地经营规模农户仍将是中国未来农业生产的主体。

为充分发挥小农户的主体作用，克服土地数量禀赋约束，着力点可在于规模经营内外两条途径。

从规模经营途径看，可发挥经济逻辑对禀赋逻辑的促进作用，创新农业运营模式。目前，集约化机理
在土地规模经营中提升农业竞争力的作用较弱［２３］。因此，小农户的农业运营模式可重点围绕农业集
约化进行。以农业经营决策中的生产模式设计为例，大农户可能考虑农业项目间的关系、空间结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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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及劳动力资源周年均衡利用等集约化生产方式较少。但对小农户而言，则应充分考虑农业项目间
的相依、相辅、互补及相竞等关系，充分进行水平或垂直空间结构优化，充分考虑农户土地用养结合、

劳动力合理利用等开展集约化生产，不断提升粮食总产量或农业总产值。

从规模经营之外的科研投入、政策扶持、社会服务和加工增值等其他途径看，具体可从纵向和横
向两个方面将小农户卷入分工经济。即横向上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纵向上引导小农户参与农
业全产业链、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源于小农户的自下而上的土地制度改革会越来越受到

重视［４５］。

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可在小农户与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进行。例如龙头企业＋小农户，

龙头企业＋中介组织＋小农户，家庭农场＋小农户或小农户之间发展农民合作社等。当前，中国多种
形式的经济联合对于农业竞争力的提升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农民合作社展现出了强大的活力。

不过，在不同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经济联合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以农民合作社为例，当前普
遍存在运营不够规范等主要问题，甚至产业了大量空壳农民合作社［４６－４７］。因此，在未来，应加强多种
形式经济联合中的规范性建设，最大程度保障小农户经济逻辑。

引导小农户参与农业全产业链、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农业社会化服务无疑起到了关键作
用。而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小农户的需求主要集中于生产环节［４８］。近年来，尽管全国农业生产产

前、产中、产后各环节社会化服务不断得到发展完善，但仍存在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主体能力不足，缺
乏有力的科技与人才支撑，农业生产社会化补助资金的申请审核程序复杂等保障机制、扶持政策方面
的主要问题。因此，在未来，可优先完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中的保障机制及扶持政策，不断提
升小农户的农业竞争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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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梁小民．大的和小的都是美好的［Ｊ］．财经文摘，２００７（３）：９１．

［５］　韩俊．土地政策：从小规模均田制走向适度规模经营［Ｊ］．调研世界，１９９８（５）：８－９．

［６］　亚当·斯密．国富论［Ｍ］．王勋，纪飞，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７］　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Ｍ］．唐日松，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６．

［８］　道格拉斯·Ｃ·诺思，张五常，李·Ｊ·阿尔思通，等．制度变革的经验研究［Ｍ］．罗仲伟，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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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杨钢桥，胡柳，汪文雄．农户耕地经营适度规模及其绩效研究———基于湖北６县市农户调查的实证分析［Ｊ］．资源科学，２０１１（３）：

５０５－５１２．

［１１］郭斌．农户耕地经营适度规模的合理确定：一个文献综述［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６）：８３－８８．

［１２］付晓亮．农业适度经营规模及其效益实证研究———以四川省为例［Ｊ］．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２０１７（５）：７２－７５．

［１３］罗必良，王玉蓉，王京安．农产品流通组织的效率决定：一个分析框架［Ｊ］．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００（８）：２６－３０．

［１４］李谷成，冯中朝，范丽霞．小农户真的更加具有效率吗？———来自湖北省的经验证据［Ｊ］．经济学（季刊），２００９，９（１）：９５－１２４．

［１５］唐柯，王建英，陈志钢．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对粮食单产和生产成本的影响———基于跨时期和地区的实证研究［Ｊ］．管理世界，２０１７

（３）：３３－３６．

［１６］刘守英．土地制度变革与经济结构转型———对中国４０年发展经验的一个经济解释［Ｊ］．中国土地科学，２０１８（１）：１－１０．

［１７］傅超，郑娟尔，吴次芳．建国以来我国耕地数量变化的历史考察与启示［Ｊ］．国土资源科技管理，２００７（６）：６８－７２．

［１８］程秋萍．哪一种适度规模？适度经营规模的社会学解释［Ｊ］．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３（１）：６９－８２．

［１９］翁泽红．抗战初期贵州土地清算及其对抗战的贡献［Ｊ］．贵州文史丛刊，２０１８（３）：６０－６５．

［２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Ｍ］．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１］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Ｍ］．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８３－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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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约翰·康芒斯．制度经济学［Ｍ］．赵睿，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５］姚洋．发展经济学［Ｍ］．２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２６］董志勇，李成明．新中国７０年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历程、基本经验与政策走向［Ｊ］．改革，２０１９（１０）：５－１５．

［２７］郑咏梅．论制度竞争力［Ｊ］．求索，２０１０（４）：１０８－１０９，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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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陈云飞，冯中朝，杜为公，等．土地规模经营影响油菜生产国际竞争力机理———以湖北、四川等５省１　０３４户种植农户为例［Ｊ］．中

国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２０（２）：９９－２１１．

［３０］杨锦莲．中国油菜产业竞争力研究［Ｄ］．武汉：华中农业大学，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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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拜茹．适度规模经营何以可能？———基于农村老年人土地流转意愿的角度［Ｊ］．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２）：１４４－

１５２，１７０．

［３３］江晓敏，郑旭媛，洪燕真．补贴政策、家庭禀赋特征与林业经营规模效率———以３２４份油茶微观调研数据为例［Ｊ］．东南学术，２０１７

（２４）：１７４－１８１．

［３４］罗必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关键、难点与方向［Ｊ］．农村经济，２０１７（１）：１－１０．

［３５］郑振源．１９８５的粮食大减产［Ｊ］．炎黄春秋，２０１３（３）：５８－５９．

［３６］刘斌，张兆刚，霍功．中国三农问题报告［Ｍ］．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７］李谷成．乡村振兴须夯实小农经营这个基础［Ｎ］．农民日报，２０１９－０９－２９（３）．

［３８］徐刚．适度规模才是种粮增收保障———由种粮大户“毁约弃耕”引发的观察与思考［Ｊ］．农村经营管理，２０１７（３）：３４－３５．

［３９］宋戈，邹朝晖，陈藜藜．基于双重目标的东北粮食主产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研究［Ｊ］．中国土地科学，２０１６（８）：３８－４６．

［４０］方珂，蒋卓余．生计风险、可行能力与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基于农业扶贫的三个案例［Ｊ］．社会保障研究，２０１９（１）：８６－９５．

［４１］黄宗智．“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的发展出路吗？［Ｊ］．开放时代，２０１４（２）：１７６－１９５．

［４２］人民网．普查公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较十年前增长４１７．４％［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１２－１５］．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１／

２０１７／１２１５／ｃ１００４－２９７０９４４１．ｈｔｍｌ．

［４３］姚洋．重新认识小农经济［Ｊ］．中国合作经济，２０１７（８）：２０－２１．

［４４］贺雪峰，印子．“小农经济”与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兼评农业现代化激进主义［Ｊ］．政治经济学评论，２０１５（２）：４５－６５．

［４５］郑淋议，张应良．新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历程、动因及启示［Ｊ］．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１）：４６－５４．

［４６］苑鹏，曹斌，崔红志．空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成原因、负面效应与应对策略［Ｊ］．改革，２０１９（４）：３９－４７．

［４７］吴存玉，梁栋．农业现代化的经营主体之辨———基于公司性农场与家庭农场的比较［Ｊ］．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３９（４）：１５５－１５９．

［４８］罗小锋，向潇潇，李容容．种植大户最迫切需求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是什么［Ｊ］．农业技术经济，２０１６（５）：４－１２．

（责任编辑：陈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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